浙江数据中心绿色升级的问题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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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数字经济与双碳政策的双重驱动下，数据中心绿色升级已成为未来发展必然趋势。本文系统分析了浙江数据中心绿色升级的发展现状与问题，从数据中心的运作机制和绿色升级必要性两方面，揭示出数据中心绿色发展与数字经济创新的内在逻辑，并进一步对数据中心绿色升级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浙江省在数据中心绿色发展过程中主要存在区域布局不均衡、绿色治理不健全、绿色价值挖掘不充分的问题，围绕上述问题对下一步加快数据中心绿色升级提出了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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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21816906]Abstract: Driven by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dual-carbon policy, the green upgrade of data centers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green upgrading of Zhejiang data center.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data center and the necessity of green upgrading, it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data center and digital economy innovation,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green upgrading of data center.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green development of data center in Zhejiang Province, such as unbalanced regional layout, imperfect green governance and insufficient green value mining. 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 policy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accelerate the green upgrading of data center in the next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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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数字化浪潮下，虚拟仿真、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快速迭代，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建设加速发展。而随着市场配置对产业要素的重新划定，数据要素的纳入使得社会对数据中心这一重要载体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也促使数据中心对数字经济的支撑作用愈发明显[1]。
数据中心是具有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和数据传输等功能的密集型设施中心[2]，主要包括运营商数据中心和运营商中立数据中心。从技术支持角度看，数据中心的支持方式主要分为算力支持和连接力支持[3]，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芯片等为组成内容的信息技术代表了算力支持，而以有线通信与无限通信为基础的通信技术则代表了连接力支持[4]。随着全社会对算力和连接力需求的剧增，以“风火水电”为配套的传统数据中心，其在能耗、污染以及成本等方面，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5]。而在这背后，则是由于数据中心能效低下引起的横纵向供电需求上涨，进而导致的碳排放量攀升[6]的矛盾，这一矛盾已经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数据中心升级的一大瓶颈
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将数字化提到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高度，绿色数据中心作为“新基建”的工作重点，其在技术、算力、能效等方面也被赋予了更高的要求。然而，受资金成本、地理位置、客户资源、绿色能源供给等因素的影响[7]，数据中心的绿色升级并未得到有效拓展[8]。当前国内外对数据中心的绿色化研究仍集中于绿色政策的制定与技术模型的搭建[9],却少有文献从数据中心布局因素的多样性及复杂性对其绿色升级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本文以浙江数据中心为参照对象，从数据中心与数字经济的内在机理，对数据中心绿色升级的发展机制作进一步分析，并给予未来数据中心的绿色升级工作以合理的建议与对策。
1 数据中心与数字经济的内在机理
1.1 数据中心的运作机制
数字经济的本质是对传统产业要素信息化的生产和运用[10]，这一本质决定了数字经济的发展效能与信息载体的发展效能紧密相关，其经济化水平取决于信息载体的经济化水平。因此，具备信息存储、处理、传输等功能的数据中心在这一经济过程中对其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11]。
当前理论界围绕数据中心的运作机制，主要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两方面开展研究。数字产业化主要指以数据要素、数字技术为关键内容的产业化范畴，其表现形式主要为数字类相关内容的生产与贸易[12]。技术研发处于产业经济上游，数据交易则集中于产业下游。结合上下游链路可知，数据中心在产业链中起着关键的承接作用（如图1），数据中心的发展不仅能为上游的设备和软件研发商提供更大的需求市场，还能为下游数据中心的使用者提供更为便捷的基础设施服务[13]，更能为新型经济的涌现提供了重要的建设基础[14]。以浙江数字经济发展为例，阿里云平台是数字产业化的典型代表，其价值源于数字类技术研发的产业上游，是产业平台的提供者，在数字中心的供给侧创造了空间。产业数字化是指将数字技术嵌入现有的生产和服务过程中[15]，并以此推进现有产业在生产模式、业务流程等方面的变革。“未来工厂”又称“智能工厂”，是以先进数字技术为支撑，以数据要素为核心，对现有产业链路实现多维异构数据的有机结合，完成现代工厂的数智赋能与场景构建，这也是当前浙江产业数字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以春风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公司基于数据中心，通过数字孪生应用[16]、智能化生产、协同化制造、绿色化监控等方式，实现数字技术对全业务链关键环节应用的全面覆盖，完成了企业内外网一体化服务平台的建设，以此达成缩短产品研发周期和提升企业能效的目的。义乌为代表的传统电商零售者是产业数字化的代表，主要基于传统市场要素通过数字化的存储和归类进行流量转化，其价值源于利用数据要素加速了传统市场要素的流动性优势。由此可见，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将促使数字技术在生产运作过程中的不断嵌入，同时也拓宽了数据要素的现有应用规模和场景，为数据中心在需求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17]。
[image: ]图 1数据中心运作机制示意图
1.2 数据中心绿色升级的必要性
伴随数据要素的全面渗透，各行业对数据中心算力和连接力的需求日益增长[18]。传统数据中心能效偏低的瓶颈日益凸显，数字产业化的供给侧需要通过不断扩建数字中心满足市场需求，这就造成碳排放量的超警界上涨。据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数据中心总机架数量从2020年的401万架增长为520万架，增速为29.68%，而由此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1.47亿吨，相较于2020年上涨55.5%，占全国碳排放量的1.1%[19]，对我国“双碳”战略形成严峻压力因此，“双碳”资源的竞争性终将导致数字经济由于数据中心这一载体的绿色指标限制和可持续化问题而陷入停滞[19]。为此，绿色数据中心、新基建等发展概念被相继提出。绿色数据中心的本质是通过绿色技术、绿色能源、绿色管理等方式，在提升数据中心能效的同时，降低因数据中心的发展在温室气体排放和其它环境污染等方面的影响。我国专门出台了国家强制性标准《数据中心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将数据中心能效等级分为3级，1级表示能效最高，PUE[footnoteRef:2]不应大于1.20，2级PUE不应大于1.30，3级PUE不应大于1.50。多地明确限定今后数据中心PUE值不得超过1.3后，大量不达标数据中心面临绿色升级的挑战。已有研究表明，环境规制、资金投入、市场个性化需求等因素将直接影响数据中心的建设[7]，环境规制中过高的绿色指标将会对企业资本的积累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抑制影响[20]。因此，在推进传统数据中心绿色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绿色指标与企业经济效益的平衡性问题。 [2:  PUE值是指数据中心消耗的所有能源与IT负载消耗的能源之比，作为数据中心绿色发展的重要指标，是数据中心绿色化的核心要素，该数值越低表明数据中心绿色化水平越高。] 

2 浙江数据中心绿色升级基础
浙江数据中心总体呈现数量多、应用广、分布集中的特征，数据中心绿色升级诉求强烈。《浙江省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十四五”规划》显示，目前浙江省已建大型以上数据中心20个，在建数据中心193个，总机架数量约17.3万个，并已启动新一轮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工程，在全省形成了政府投资与企业建设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全省数据中心分布与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明显正相关关系，主要数据中心都集中在杭州、宁波等数字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但个体规模小、布局散、利用率低的问题较为突出，这直接增大了上述城市达成“双碳”指标的压力，数据中心绿色升级成为必然。
2.1 数字经济稳步发展
在数据中心为数字经济的运行提供信息载体的同时，数字经济也为数据中心的发展在多元市场中提供了充足的应用场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网络应用普及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及政府政策导向是浙江数据中心投资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又以数字经济影响占比最大。“十三五”期间浙江大力实施数字经济“一号工程”，数字经济年均增速达15.2%，截至2020年底，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7019.88亿元，占全省GDP比重达到10.9%，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成为数据中心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全省基本形成“省级产业数据仓、市级产业数据仓、行业数据仓、企业数据仓”四级架构。 
2.2 数字治理持续创新
早在2000年5月，浙江政府就提出了“数字浙江”这一发展目标，并在G20峰会后将信息经济升级为数字经济，在省“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对新建数据中心和改建数据中心的PUE值给出明确指标，对绿色数据中心的占比提出了不少于40%的要求。省政府先后成立省数据管理中心、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梳理并建立了省级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共享交换体系，依托统一电子政务云平台，持续加强政府部门等公共数据的归集和共享应用，已建成33条“数据高铁”，涉及人社、民政、公安等22个省级部门，实现11个设区市全覆盖，共接入678类、269亿条数据。早在2015年，浙江省就建成启用了省级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目前全省共开放18621个数据集（含9351个API接口），95228项数据项，591090.4万条数据，引领带动了其他公共管理组织、企业的数据开发利用。
2.3 数字主体持续扩容
浙江省围绕数据资源、基础硬件、通用软件、行业应用、数据安全等大数据产业链环节，积极培育大数据企业主体。截至2020年底，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超千亿元企业1家、超百亿元企业25家、上市企业129家，2020年入选全国电子信息百强、软件百强、电子元器件和互联网百强企业分别达16家、9家、19家和4家，累计入选工信部大数据产业发展试点示范项目39个，大数据优秀产品、服务和应用解决方案22项。2020年，11个项目入选工信部支撑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复学优秀大数据产品和解决方案，占全国总量的11.7%。据《中国大数据产业白皮书（2021年）》显示，浙江大数据企业全面处于健康发展阶段，并有79%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主体发展潜力巨大。
2.4 数字应用更加多元
市场的多元化布局有助于提升市场活跃度[21]，促进市场的良性竞争。浙江努力打造全球数字变革高地，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治理数字化、数据价值化协同发展，在全省开展市场监管、医疗健康、城市管理等18项大数据应用示范工程，从2015年起，分七批组织遴选了206家浙江省大数据应用示范企业，推动大数据技术和产品在各行业中的深度应用。根据赛迪研究院《中国大数据区域发展水平评估白皮书（2021年）》，浙江大数据行业应用指数蝉联全国第一，是指数唯一超过60的省份，形成了政府侧、行业侧和企业侧数据资源安全有序共享共治、融合应用的模式、路径和场景，提供了高可用的数据资源服务，促进了数据应用在场景化方面的多元发展。
3 浙江数据中心绿色升级瓶颈
3.1 数据中心绿色布局体系不均衡
据浙江《各市数字经济发展综合评价结果表（2021年）》显示，浙江省各地级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总体呈现三级梯队分布。杭州以137.2分继续位居第一；嘉兴、温州、宁波、湖州依次以88.7分、87.7分、87.5分和83分位列第二梯队；绍兴、金华、衢州、台州、舟山、丽水则依次以79.8分、78.5分、74.3分、70分、69.8分、67.3分排在第三梯队。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之间的巨大落差，引发了数字人才及其要素资源的流动失衡，同时各地对数据中心建设中的土地供给、用能保障、电力接引、资源开放共享等方面也存在明显差异，造成企业在考量数字中心使用成本及运营效率时会优先选择数字经济发达地域，这近一步引发了数据中心建设持续向发达区域集中，这类区域的绿色承载力十分有限，过度集中导致了局部能耗过高和环境外部性问题，不利于数据中心和数字经济的持续健康和创新发展。
3.2 数据中心绿色治理标准不健全
现有数据中心绿色升级治理主要停留在数据中心的建设领域，指标包括建筑布局、环境设施、IT设备、管理4个方面，从安全、能效、碳排放、水资源、土地资源、污染排放、资源回收利用7个维度来对数据中心的绿色升级和运作进行指标考核。但在数据中心运营和交易过程中的单点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碳排放交易等方面仍缺乏监管，尤其是不同区域、不同权属、不同产业门类、不同应用场景的数据中心在统一接入与一体化调度方面缺乏绿色治理标准和常态化系统化指标体系。同时，数据中心绿色共享标准仍未确立，数据中心国家标准体系和省内数据中心标准化制度尚处于改进阶段，有关部门在开展监管工作时面临信息获取难与真实度辨析弱的困境。
3.3 数据中心绿色价值挖掘不充分
数据中心绿色价值不仅体现在降低排放带来的环境价值，更体现为由绿色升级带来的算力价值、产业价值、安全价值等“溢出价值”方面。现阶段，数据中心绿色升级的投入与回报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衡现象。IT设备、冷却系统、实体建筑、管理系统等绿色升级要求给投资企业带来短期巨大的资金压力，而使用规模不足、盈利模式单一、创新应用较少的现状又使数据中心绿色升级的价值大打折扣。尤其是数据中心绿色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示范存在较大短板，官产学研之间的协同性不足，缺乏绿色技术攻关和应用示范。数据中心绿色升级在推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区块链、边缘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创新上的价值体现不够。
4 发展建议
4.1 推进数据中心区域布局协同
[bookmark: _Hlk121818604]区域互补有助于实现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22]。数据中心的区域均衡布局既有利于各地区数字经济的良性发展，又有利于绿色升级指标的达成。在区域协同方面，加大数据中心绿色升级的政策供给，持续推进不同城市间的数据协同、绿色合作，从数据开放深度、数据使用密度、数据创新力度等方面推动协同；不断优化基础网络架构，推动头部城市的顶层数据中心向二三级城市的边缘数据中心发展，加快构建以区域数据中心绿色协同为目标的产业生态体系；加强数据中心绿色升级指标考核统筹，在区域范围内探索跨省能耗和效益分担共享合作机制，推动建立跨区域数据中心用能权交易机制。
4.2 完善数据中心绿色治理标准
为保证数据中心绿色升级的正确性与先导性，需着力完善数据中心绿色治理标准。要积极参与国家在数字中心相关领域的标准制定工作，加快完善省级数据中心绿色升级规范；加快推进数据资源接入和一体化调度机制，以云服务方式提供算力资源，降低算力使用的资源成本和门槛；打造数据中心绿色升级智能监测平台，充分运用大数据技术，基于统计和非统计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构建数据中心碳排放监测预警指标体系，及时准确地识别风险点、异常点，为数据中心绿色升级提供量化数据参考。
4.3 创新数据中心绿色生态体系
数据中心绿色升级是数据价值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是数据价值从初级应用向高级应用的跃升，这就必须要加快数据中心高端产品链、优质服务链，绿色价值链的生态化体系构建。要不断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培育数据资源管理型公司，收集、整合、加工数据资源，创新应用模式，探索数据流通和数据价值化的新路径；要推进数据中心重大应用、绿色技术创新的发布和共享机制，加快在政府侧、行业侧和企业侧形成数据中心绿色价值认同；要打造万物互联、全面感知、数据采集、云边协同处理的“一站式”数据价值体系；抓好大数据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建设，引进培养一批绿色升级优秀团队、领军人才，着力突破升级过程中的关键技术和难点，形成一批可推广、可复制、可借鉴的数据中心拳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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